
东北军的内争与西安事变： 

以少壮派为中心 

王春林 

内容提要 1934年归国后，张学良决心改造东北军，少壮派趁势崛起。先天的偏见 

与现实的利益使少壮派和元老派纷争不断，但两派都忠于张学良，而张学 良较亲近少壮 

派，对元老派则相对疏远。西安事变中，元老派和少壮派实现了短暂的分工合作，前者支 

持张学良的行动，后者则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事变善后时期，少壮派忠于张学良和 

仇视元老派的思想愈演愈烈，他们因而将营救张学良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元老派，最后 

酿成二二事件。东北军少壮派的兴衰既与张学良“联共抗 日”理念的发展相始终，又与他 

们同元老派的内争缠绕在一起。少壮派的派别偏见不仅影响了历史走势，还在他们的历 

史叙事中得到充分发挥，但这些都远离了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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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支持者，东北军少壮派和元老派①的派别纠葛对于西安 

事变的发生、演变与结局影响甚大。对西安事变的研究，目前学界一方面集中于事变的起因、意义 

与结局的探讨，另一方面集中于西安、南京与中共等国内外力量以及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等关键 

人物的应对。② 从东北军视角考察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探讨张学 良从整军 

拙文撰写中，张万杰、王惠宇两位老师惠赐资料，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少壮派主要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应德田曾详细罗列了少壮派主导的抗日同志会的名单，参见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65 6页。元老派主要指东北军高级将领，包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 

何柱国，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以及参谋长董英斌。 

②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年版；司马桑敦 ：《张学良评传》，香港， 

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香港，利文出版社 1989年版；张魁堂：《张学良传》，东 

方出版社 1991年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出版公司 1995年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 

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还可参阅廖 良初、 

郭燕海《近十年西安事变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o06年第 6期；于丽、田子渝：《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抗 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化世太：《近十年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人物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4期；占 

善钦：《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难点热点问题》，《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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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到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对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矛盾分歧仅略有涉及。① 稍后的研究多专注于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研究视域也多集中于西安事变及其善后。② 近年来，有学者对二二事件的 

影响以及中共与少壮派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但对元老派与少壮派关系的研究仍相对薄弱。⑧ 

事实上，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纠葛可以追溯到 1934--1935年的武汉“剿匪”时期，其 

间张学良的角色也很微妙。而在现存两派的文本资料中，少壮派与元老派各执一词，甚至误导了部 

分研究者。本文拟以东北军少壮派为中心，辨析少壮派壮大过程中与元老派的权力争夺，体察两派 

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角色差异与矛盾演化过程，展现少壮派的派别偏见对西安事变历史走势及其历 

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 

一

、 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与少壮派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大部退往华北，沦为一支流亡关内的地方势力。1933年热河抗战时，张学 

良有意抗击Et军，但东北军不堪大用，张学良也不得不下野出洋。④ 1934年初，张学良自欧洲归国后 

有意整合东北流亡势力⑤，期望能够团结一致地实现收复东北的目标。在武汉，他甚至联络过与他 

有隔阂的东北籍国民党中政会委员齐世英等人。⑥ 张学良的部下也注意到其精神面貌的改善，其 

时从事东北军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栗又文表示：“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与前判若两人。谈话之 

间流露出锐意革新之意。”( 东北大学学生应德田亦见证了张的变化：“他是那样强健，神采奕奕，风 

度雍容，他诚恳和气的态度，也一扫以往那种浮躁冷漠加上骄傲的作风。”⑧ 

张学良抗Et准备工作的重点是改造东北军，在经过流亡关内与“剿匪”作战后，他感觉彼时的 

东北军难以承担抗日复土的使命。“他认为要驱逐Et寇，就要富国强兵；要复土雪耻，就要把东北 

军整顿好，使之成为充满朝气、能够担任抗 日工作的劲旅”。因此，张学良很重视考查各级军官的 

军容风纪、军事知识、政治倾向等情况，希望通过吸纳有抗Et志愿的青年来驱除东北军的暮气。⑨ 

同时，张学良还有意从东北流亡学生中选拔干部，他曾表示：“要改造东北军首先要培训基层军政 

① 参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282—428页；张魁堂：《张学良传》。 

② 参见罗玉明、杨明楚《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人文杂志》1991年第6期；丁孝智、王 

明星：《“二二”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什么——与李云汉、武育文等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李海英：《试论西安事 

变中的东北军少壮派》，《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③ 参见郝银霞《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中“二二事件”的再ixie,>>，《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 

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 日战争研究>>2oo8年第4期；刘东社：《张学良、中共与“抗 日同志会”关系发微》，《学问》2016年第6期。 

郝文认为二二事件对抗战大局有积极影响；张文指出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与少壮派的密切关系以及宗派倾向；刘文对抗 日同 

志会的创建、第二党倾向、与少壮派的区分、组织弱点，以及对中共的教训做了细致的阐释。 

④ 参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253—272页。 

⑤ 该势力形成于九一八事变后，主要指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势力、流亡学生、知识分子等。相关研究参见拙文《大义抑 

或利害：西安事变中东北流亡势力的反应》，《史学月刊>>zoto年第8期；《中央与地方的角力：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国立改组》， 

《史林}2012年第4期；《国难中的九一八纪念——以东北流亡民众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t3年第1期。 

⑥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 ：《齐世荚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年版，第 191页。 

⑦ 粟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 198t年版，第 

7O页。栗又文等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在东北军中都有公开的身份，张学良甚至要求他们效忠。参见刘东社《张学良、中共与 

“抗 日同志会”关系发微》，《学问}2016年第6期。 

⑧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18页。关于应著的偏颇之处，高崇民之子高存信等曾专文批驳，参见高存信、白竞凡 

《评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5年版，第317—339页。但应著作为记述 

少壮派源起、发展及其与元老派斗争态势的自传性史料 ，其价值不容忽视。 

⑨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第2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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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师长以上的可暂时不动，团以下的要逐步更换。东大同学基本可当营、连级干部 ，东中的可 

当班、排长，这样我们就可掌握全军领导抗战。”①可见，张学良此时希望通过培养具有抗日思想和 

军事能力的青年军官来改造东北军，使之成为以他为中心的抗 日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军少壮派应运而生。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是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苗剑秋以 

及孙铭九。应德田与孙铭九、苗剑秋“一见即能倾心吐胆”，他们拥有“共同的激昂的抗 日思想”“和 

积极整顿东北军的心愿”。② 他们对内要求整军，对外要求张学 良联共抗 日，最终 目的是为了复土 

还乡。但三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苗剑秋概括了他们各自的角色：“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 

制订计划 ，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③孙铭九的定位则是：“我只是一个军人，文化不高，没有水平 ，不 

能替他出谋划策、分忧解难。苗剑秋也有水平 ，但讲话走火得厉害，不像应德田那样深谋远虑。”④ 

可见，三人中应德田是领袖，孙铭九负责执行，苗剑秋负责宣传。 

对于如何整顿东北军 ，应德田曾在 1934年7月到武汉拜谒张学良时提出：要“加强爱国思想和 

抗日思想的教育；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加强纪律宣传和管理；加强勤俭刻苦的锻炼。改变过去行为 

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尤其必须注意精选军官，军官是 

军队的中心骨干，是表率”。⑤ 孙铭九也按照张学良的要求调查东北军军官的军纪、人事等情况。⑥ 

少壮派在东北军迁往陕甘后逐渐聚拢 ，他们多怀有整军抗 日的思想。从事东北军统战工作的 

中共党员宋黎发现“东北军抗 日复土愿望虽然强烈，但多带 自发性。连、营级军官，不仅数量不足， 

政治素质也很差，旧军队习气甚浓，而且多受‘攘外必先安内’影响”。他“提出应及早办千人规模 

的陆军学校，以培训东北军抗 日骨干”。⑦ 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孙达生也曾向张学良进言： 

“最迫切的问题是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新干部的培养问题”。“要想东北军永保心齐、有发展，必须 

有自己培养干部的军政学校”。⑧ 

但在张学良身边怀有整军抗 日、收复失地思想的却不只少壮派，张学良的旧属以及东北大学学 

生等东北救亡人士亦抱着这种想法集中到西北。⑨ 在时人眼中，他们是鼓动他联共抗 日的重要力 

量。东北籍国民党人钱公来指出：“张汉卿 自离开北平，他的底下人许多失了业，譬如王卓然他们 

就加入了人民阵线，有人还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这班人早巳钻人陕西张汉卿的幕下，自命为东北 

军的新派，日日怂恿张汉卿左倾。”⑩记者斯诺(Edgar Snow)亦了解到，“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 

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1935年 12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 

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 

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⑩ 

然而少壮派却对张学良身边的旧属具有先天的排斥感。应德田认为武汉“剿总”吴家象、周达 

①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8页。“东大”指东北大学，“东中”指东北中学，两校为 

东北流亡势力的一部分。 

②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1页。 

③ 詹姆斯 ·贝特兰著，何大基等译：《在中国的岁月—— 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l5页。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32页。 

(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1—_26页。 

⑥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22—26页。 

⑦ 宋黎 ：《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 

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35—36页。 

⑧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 125页。 

⑨ 参阅张万杰《救亡图存东北魂 ：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年版。 

⑩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年版，第245页。张学良，字汉卿。 

⑨ 埃德加 ·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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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等人“大多是闭口不言抗日救国，只顾顺口搭音地说一说拥蒋‘剿共’，实际上是一些只图为官作 

吏，以求保住安逸生活的人”。他主张整顿东北军中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反动、保守和不得力的军 

政干部”。① 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与应德田声气相通，他也表示：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被我们 

视为苟安之徒，不肯与之为伍，在东北军人中，我们愿接谈的也属于积极抗 日派”。② 

二、东北军的内争与张学良的亲疏之别 

在少壮派眼中，元老派是张学良整军的主要障碍。“有些高级将领与他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他要改造、振兴东北军，一些下级军官、包括中级军官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却要触动一些高级将 

领的利益”。“再如，联共抗 日问题 ，有些话张可以同应德田、刘鼎等人商议，但却不敢对高级将领 

直说，怕有阻力，甚至怕他们泄露出去”。③ 与元老派王以哲关系密切的高崇民亦指出：“应的主观 

愿望，是消灭东北军的旧人，变成以他为主谋的新东北军。他这个去旧换新的企图，曾向张学良公 

开建议过，张在新陈代谢的理论上，基本上同意应的主张”，“但张认为不能操之过急”。④ 此外 ，元 

老派与少壮派在职位升迁上亦存在激烈的竞争。时任五十三军六四七团团长的吕正操写道：“万 

福麟反对我升任师长，他和缪潋流背着张学良，把我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同时，由缪潋 

流去西安见张学良，借口已送我入学，而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了一一六师师长”。“张学 良知道 

在河北的五十三军万福麟老而无能，又担心发生变故，决定派黄显声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 

师长，准备取而代之”。⑤ 彼时张学良在人事上显然更尊重元老派的意见。应德田抱怨道 ：“张学 良 

将军原拟调一一六师师长缪潋流为副军长，王以哲将军力保，改为五十七军军长”。“张学 良将军 

欲任一。五师团副王甲昌为团长，因师长刘多荃反对而作罢”。⑥ 

少壮派的改造锋芒甚盛，使张学良的旧属颇感压抑。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黎天才 

不堪其扰，“孙铭九一伙人，常以不肖之心来衡量我，有时在张面前飞短流长，使我无法忍耐下 

去⋯⋯某次，我趁张去南京开会，一怒而归返故乡，此(后)张返陕，知我已去，曾对这种人大发雷 

霆，乃函电交驰，催我回去”。⑦ 从事东北民众救亡运动的王卓然亦深有同感，张学良“说他身边缺 

一 个可靠的人，要我接替米春霖作办公厅主任。同时西安的空气，分成左右两派，情形复杂，我是个 

怕事的，不善于斗争的，立时感觉 自己不胜重任”。⑧ 

少壮派的“整军”主张无可厚非，但他们将矛头指向元老派，并无视元老派在东北军中的作用 

就未免有些偏颇了。在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笔下，王以哲“是少帅最得力的帮手，是他最可信赖的部 

属。他从北大营当连长起，到团长、师长、军长，都是少帅一手提拔培养的，他对少帅忠心耿耿”。 

“由于他与少帅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他什么话都可以向张讲，军机要事，张也总是叫他去办”。“在 

联共抗日的问题上，他起了一定的作用”。⑨ 与苗剑秋一同前往西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James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6—-27、78页。 

②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手稿复印件)，东北大学校史志办公室藏，第920----921页。 

③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59—6O页。 

④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49页。 

⑤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第49、52页。 

⑥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8页。 

⑦ 黎天才：《黎天才自传》，转引自罗健《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抗 日战争研究))200o年第3期，第 158一l59页。 

⑧ 王卓然：《自传》，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抚顺市顺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王卓然史料集》，辽宁人民出版 

社 1992年版。第5O页。 

⑨ 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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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m)则听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有人说王以哲“是反动分子，他反对急进的少壮派，但我老 

听人说，他是真正的抗 日分子。”0)1936年夏，周鲸文在西安亲见应德田冷待王以哲，他严厉批评 

道：“你是副司令身旁最亲信的人，你这种态度就是给副司令得罪人，要副司令替你担过，这叫什么 

助手”。“你这种态度不是帮助副司令，不是做政治工作，而是瓦解东北力量，暴露 自己的弱点”。② 

新老两派的矛盾令张学良等人颇为头痛。张学良曾向旧属、天水专员卢广绩表示：“我们内部 

(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新旧老少之间常闹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 ，希望你来后 

能做些团结工作。”王以哲却“希望我最好不要来总部，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③ 张学良自然 

希望新旧部下同心协力，他虽然知道旧部“思想落后，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进步”，对少壮派的激进主 

张，他也会严厉批评。应德田曾“提出象何柱国这样的人，不仅应当撤职，而且还应该杀掉，张马上 

表示反对”。张学良责备应德田：“过去,fl~lq是那样的人，人家来和,nl"iq共事，现在你要革命了，就 

把人家都搞掉，真是岂有此理!”④但张学良的调和做法却令两派均感不满，王以哲“感到张学 良举 

棋不定 ，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⑤ 一。九师六二七团团长万毅则认为：“张学良在抗 日方针上 

现在还不坚决。他仍在动摇。如果他要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就应该迅下决心。领导者应代表下面 

的意志，东北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一致要求立即抗 日，领导必须实现士兵们的共同愿望，否则士兵就 

会不管上面命令自行行动”。⑥ 

少壮派和元老派的矛盾在张学良创建军官训练团和抗 日同志会的过程中更趋恶化。1936年6 

月末，张学良在王曲创办了军官训练团，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在应德田笔下，王以哲充满野心，他 

“倡导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团所讲的那些东西”，并且“把他的亲信和他认为可靠的人塞 

进训练团当了干部。在训练团中，他还酝酿拥王代张的空气，使大家对他很为不满”。但张学良的 

解说却完全不同，张指出了王的思想落伍，却没有抛弃王的意思。“王军长在团里好讲 ‘大学之 

道’，这不是我的意思。他对抗日有些消极”。“他认为现在共产党已经要联蒋了，我们就不必再进 
一 步联共了。王军长他不懂我们东北军在联共抗 日运动中的重大作用”。⑦ 在孙铭九笔下，王以哲 

对张的抗 日理念也不甚理解 ，王曾表示：“以前在东北时不抗 日，日本人进攻热河时不抗 日，现在来 

到了大西北，离鬼子那么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呢?!”⑧可见，王以哲似乎有些跟不上张的思路，而 

少壮派的说辞则明显带有派别偏见。其后受少壮派拥戴的黄显声接任教育长⑨，黄“积极主张抗 

日，工作尽心负责，张学良将军很放心”。⑩ 吕正操亦证实：“各种活动的积极开展，使训练团一扫旧 

东北军中颓废落后的习气，代之以生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一切，使张学良感到格外振奋”。⑩ 

少壮派在训练团中很活跃，但是因为训练团是公开的团体，所以诸如“联共抗 日”的主张只能 

私下讨论。传播联共思想主要是由时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澜波和应德田等人“分头 

① 詹姆斯 ·贝特兰著，宋淡秋译：《中国的新生》，新华出版社 1986年版，第243页。 

(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第943--944页。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司令。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第88页。 

( 粟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9—8O页。 

(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88页。 

⑥ 万毅：《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版，第36页。 

(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9—_60页。 

⑧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72页。 

( 关于张学良以黄显声接替王以哲出任教育长的经过，参见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日战争 

研究))2008年第4期。 

⑩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4页。 

⑥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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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个学员谈话实现的”。① 因为在思想上更接近，张学良在军官训练团之外又秘密建立了抗 El同 

志会，据应德田记述：王以哲在训练团的作为“引起张学良将军、刘澜波、孙铭九和我等人的警惕和 

气愤，立即讨论和研究对策 ，认为东北军的情况是：思想进步的，无权；有权的，不进步。这对进行联 

共抗 13工作有极大的阻力，应当提拔一批思想进步的年青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加 

强政治思想教育，要能够全面地明确掌握东北军的思想动向。”( 应过于强调该组织的反元老色彩， 

未免有失偏颇。孙铭九就指出了该组织“抗 日复土”的宗旨：“为了能在东北军内形成一个坚强的 

抗 日领导核心”。③ 卢广绩亦指出：抗 日同志会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具有抗 13救国、复土还乡 

的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④ 但在应德田等人的主导下，该组织在发展会员时仅以少壮派为主，元 

老派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应德田曾表示：该会会员“都是经他慎重考虑选择东北军中营团长坚决 

主张抗13者，还有在副司令左右积极抗 13的知识分子”。⑤ 孙铭九也提到了人选的两个条件：“一是 

拥护联共抗13这一根本政治主张；二是张将军身边信得过的人，大部分是青年军官。”⑥ 

在应德田笔下 ，张学良与他们关系亲密，“孙铭九、苗剑秋和我三个人组成一个小中心，在张学 

良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在东北军中进行了大量的联共抗13活动。”张学良对三人“理解”“重视”“信 

任”，他们对张学良则“始终敬爱”“忠心耿耿”。⑦ 周鲸文亦证实：“应兄这时已是张先生最信任的 

干部，他辅佐张先生决定很多事务问题。”( 但事实上，张学良在重用少壮派的同时，也很了解他们 

的缺点。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表示：“我是因为东北军暮气沉沉，没有朝气，用这些青年，是为的 

振奋人心。不过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我用他们的长处，制服他们的短处，有我 

在，他们决不敢胡闹。”⑨孙铭九亦见证了张学良对苗剑秋的谨慎使用 ，“张学良由于锐意改革，对于 

有才华的青年人，总是礼待有加，对苗剑秋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总觉得他讲话锋芒毕露，脾气太 

犟，容易闯祸，所以虽然乐意把他留在身边，却一直未敢委以重任，背后叫他‘苗疯子”’。⑩ 

军官训练团中多为以少壮派为主的青年军官，抗 13同志会更无王以哲等高级将领。西安事变 

前，张学良事实上对少壮派较为亲近，对元老派则相对疏远。元老派将领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安情 

绪，万福麟在致函王树常时表示：“兄前以副座左右青年用事，疏远老成，曾一再函谏，均未蒙复。”⑩ 

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在致中央的信中亦报告称：王以哲“回避和张左近的进步青年 

见面”，“他竞公然同张的亲信天水专员卢乃庚谈称，张先生初回国时，主张拥护中央，现在又反抗 

中央，这不仅是背叛信义，而且这样冒险行动引用积极分子，是十分容易地(把)东北军的团体生命 

断送了”!⑥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活动中，王以哲曾扮演重要角色，东北军同中 

(D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2页。 

(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4—_65页。 

③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74页。 

④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89页。 

⑤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第938页。 

⑥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 自述》，第74页。 

⑦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6—_67页。 

⑧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第936页。 

⑨ 洪钫：《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3页。 

⑩ 孙铭丸：《“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 自述》，第33页。 

⑩ 《万福麟等忠告张学良》，天津《大公报》，1936年l2月16日，第3版。电文中万自称兄，副座指张学良。王树常时任军事 

参议院副院长，原东北军高级将领。 

@ 《刘澜波给中央的信》(1936年8月 15日)，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卷：373：7，转引自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 

题的探讨》，《抗 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第156页。卢广绩，字乃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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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联系，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都是通过王以哲安排的。只是张学良亲近少壮派的做法影响了 

王以哲的积极性，加上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介入，因而王以哲始终被排除在抗 日同志会之 

外。① 但元老派与张学良仍然维持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张学良对元老派也尽力团结。他表示： 

“事情如何演变，还未敢定 ，真的打起仗来，是要扛枪的人去打的。”( 而王以哲虽然感到张“不信任 

他”，但对于同国民政府方面的交往情况他“都如实向副司令报告，自矢忠于副司令决无二心”。⑧ 

西安事变前，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已经势如水火。张学良力图调和双方，一致对外，但收效甚 

微。同时，尽管两派矛盾日渐加深，但他们都奉张学良为共主，张学良尚能震慑住双方，尤其是少壮 

派。在张学良统率下，少壮派还不至于有过激举动。 

三、西安事变中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分工合作 

为应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新一轮“剿匪”对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三位一体④的冲击，张学良、 

杨虎城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依靠的是东北军全体，元老派与少壮派都是参与 

者。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曾知会过身边的人，其中既有元老派的王以哲等，亦有少壮派的应德田、 

孙铭九等。12月 8日下午，王以哲密告刘多荃道：“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 

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⑤11日晚 11点，张学良向应德田等人阐述了兵谏 

的原因，并提到缪激流在总部坐镇，应德田这时才知道“他已和军长们谈过这件事了”。发动事变 

时，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在一间屋子里指挥军事行动”，“文人聚集在另一间屋子里”。张学良让 

黎天才和应德田等文人“起草一篇八大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把蒋介石抓到后向全国发出。经过研 

究，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作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⑥ 因此，宋子文到西安后 

感觉到，“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z)事变后 

成立的参谋团中，东北军的代表皆为元老派将领；而设计委员会中，东北军的代表既有少壮派应德 

田以及与其较接近的刘澜波、卢广绩，亦有高崇民、黎天才、洪钫这些张学良的旧属。⑧ 事变中张学 

良在军事部署上较倚重元老派，而少壮派则多担任宣传与保卫工作，这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差别。 

扣蒋行动方案是在高级将领中商定的。刘多荃写到：11日晚，“我们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馆。先 

到的有王以哲、缪潋流、我、孙铭九、白风翔、刘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将于学忠找来”。张 

学良宣布扣蒋行动后，“我们即分别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⑨孙铭九证实：“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 

长不知去何处外，其他高级将领均来了。”张在表达了兵谏意图后，“在场的人都没有提出不同意 

见”。⑩ 可见，事变时高级将领至少在行动上都是支持张学良的。事变中，元老派曾向被扣中央大 

员表达了不满情绪。缪激流向晏道刚抱怨道 ：“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 

① 参见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 日战争研究)32008年第4期。 

②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4页。 

③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 115页。 

④ 指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停止内战、合作抗 日的军事同盟形式，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 

⑤ 刘多荃：《扣蒋前夕》，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3页。 

⑥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91—_94页。 

⑦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第 18页。 

⑧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1O1一l03页。 

⑨ 刘多荃：《扣蒋前夕》，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3页。孙铭九时任卫队二营营长，白凤翔为一O六师师长，刘桂 

五为一 0六师 团长。 

⑩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o4—1O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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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 

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 日。”(D万耀煌亦记道：“何柱国、王以哲两人来谈 ，大发牢骚，诉说东 

北军的苦经，中央对东北军剿匪损失毫无补充。又说蒋委员长不纳忠言、不抗战等语。”②王以哲部 

创办的《东望》也对蒋介石激烈批评：“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 

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 !”⑧ 

而扣蒋行动主要由少壮派掌握的卫队营担任，由刘多荃和白凤翔等将领负责指挥。白凤翔和 

孙铭九分别对卫队营做了动员，其讲话亦反映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拥张抗 日”的志愿。白凤翔的 

副官常国宾写到：白表示“蒋介石不抗 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 

官的安全。在场官兵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无比愤怒，有的都哭了。白师长接着说，我们要把蒋委 

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④而白的参谋长汪珞却没有提到“张学良被扣”这 

个细节，只强调“使我们东北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蒋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现在他又利用红军 

来消灭我们。今天是大家报仇雪耻的时候了，要奋勇杀敌，为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的耻辱”。⑤ 当 

事人孙铭九则回忆，“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 

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 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委员长不抗 

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 

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 ，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 日，营救我们 的副司令出 

险。”’⑥孙的记述较合情理，“营救张学良”的说法虽然逻辑上有些混乱，但极易激发部队的战斗热 

情。孙铭九的部下张化东、商同昌都见证了他的动员。⑦ 

西安事变大大激发了少壮派的革命热情。斯诺写到：蒋介石的生命危险“最可肯定的还是来 

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 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 自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 

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 

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赞成把总司令干掉的”。⑧ 高崇民亦指出：“无论十七 

路军和东北军里的中下级官佐，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 ，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故颇有 

人主张把他枪毙。”⑨而中共的放蒋以及保持其威望的立场也令东北军少壮派“极其费解”，“因为 

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变’而气得 

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⑩ 

在张学良忙于和平解决事变时，东北军元老派与少壮派都表达了各自的意见。设计委员会认 

为“蒋介石不做出可靠保证，不能匆忙草率地放他。甚至有人说，如果蒋介石不听话，就干脆把他干 

①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03页。 

② 郭廷以、沈云龙等：《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369页。 

③ 《“一二 -一二”的革命火花爆发》(193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 

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4_5页。 

④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32页。 

⑤ 汪珞：《刘桂五扣蒋纪实》，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36页。并且白凤翔讲话的口吻与孙铭九相似，因而笔者推 

测常国宾将二人讲话内容混淆。 

( 孙铭丸：《临潼扣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l8_219页。 

( 参见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to)，《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 178页；商同昌：《扣蒋回·pc)，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 

第238页。 

⑥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426页。 

(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 2辑，第3O页。 

⑩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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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中央军 

必须撤出潼关，才能让蒋走，否则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12月24日，宋子文获悉： 

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 

服”。② 张学良为此在送蒋离陕之前分别向少壮派和元老派做了交代。12月 24日晨，“张召集卢 

广绩、黎天才、应德田等人开会，讨论放蒋问题(但未提出送蒋的话)，应德田根本不赞成放，他说， 

放就是纵虎归山。高崇民主张放也可以，必须有把握。张当场一一解答，最后大家基本上都表示同 

意放蒋”。③ 张学良同日又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何柱国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 

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张嘱咐，关于联军军事听命于杨虎城，关于东北军军事听命于于学忠”。④ 

在事变之初，张学良曾表示：“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事实 

困难 ，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⑤张学良在 

发动事变时获得了东北军上下的支持，也实现了预期效果；但其为了结事变“送蒋返宁”的做法既 

为部属一致反对，也使其个人与东北军面临窘境。 

四、事变善后时期少壮派的偏执与二二事件 

张学良“送蒋返宁”后，东北军元老派继续推行和平解决的方针，而“革命”热情高涨的少壮派 

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围绕南京方面的指令与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12月 25日下午，张学良随蒋介石离开西安。当晚，张学良由洛阳致电西安，请杨虎城释放陈 

诚等4名大员。东北军元老派与少壮派对此态度截然相反，应德田认为：“扣留在这里的蒋方军政 

人员和飞机是副司令回来的可靠保证。”王以哲则表示：“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 

“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⑥ 可见，元老 

派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少壮派则持谨慎的态度，而少壮派的主张显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卢广绩就 

认为：“我总觉得应的话有一定道理，而王以哲的话有些感情用事。”⑦此时杨虎城在其间的态度举 

足轻重。在孙铭九笔下，杨虎城完全受制于元老派。⑧ 但孙的言说未免有夸大之嫌，卢广绩描述了 

杨虎城的反应，“杨听了应的话 ，有所踌躇，但说，我已经下了请柬，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变更似 

不大好”。⑨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也证实：“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 

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⑩显然，杨虎城的态度多半出于主动。 

其后的“放飞机”问题与之类似，少壮派又将矛头指向元老派。应德田指责道：杨虎城认为张 

学良“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没关系，‘送人情送到家嘛’。杨虎城将军无 

奈，只得同意”。⑧ 但在高崇民笔下，这些都是由三位一体决定的。“张学良送蒋时在飞机场即面嘱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 139页。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zoo4年第7期，第2O页。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5页。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1934一l937)》，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6页。 

张学良：《“一二 ·一二”事件的原委》(1936年 12月1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O页。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l37—14O页。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6页。 

参见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丸自述》，第 154—155页。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6页。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157页。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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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把大员们放回。张送蒋抵洛阳后，又给杨电报，嘱释放大员，经三位一体讨论，同意释放”。 

参与斡旋的东北救亡人士阎宝航亦证实：“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 

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② 

彼时双方形势已发生根本逆转，贝特兰指出：“既然少帅以唐吉诃德式的热情把他抓到的人放 

掉了，而且陪同他回了南京，那么，起事者就一举把 自己手中最大的王牌丢掉了，把最有价值的人质 

放弃了。”③因此，少壮派关于“放走大员与飞机”的言论明显有夸大、偏执之嫌。孙铭九引用阎宝 

航和刘海山的话攻击元老派④，但这种由其个人提供的史料的可靠性是很令人怀疑的。而且阎宝 

航 、刘海山的话也只能反映彼时瞬息万变的局势和蒋介石因势利导的应变，并不能证明西安方面应 

对的失误。 

少壮派对元老派的仇恨早已深入骨髓，现实的分歧更加剧了他们的猜疑与偏执，因此，一些片面 

的信息极易打动他们。应德田写道：1937年 1月 1 1日，顾祝同的代表“祝绍周与王以哲深谈很久。据 

说，在谈话当中，祝绍周曾向王以哲表示了南京的意思，许王以哲江苏省主席、何柱国安徽省主席之 

职”。⑤ 孙铭九亦执着于“大员、飞机与营救张学良”之间的狭隘逻辑，而这种逻辑竟然源 自张学良 

说过的话 ：“我送他回去，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在咱们手嘛，你怕什么”。“你不 

要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忘了这里还有他们呐(指陈诚等大员和飞机)”。⑥ 张学良或者说过类似 

的话，但这种逻辑则多半仍是少壮派的主观臆断。因为扣押大员和飞机并不能促使国民政府释放 

张学良，事实上此时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于如何处置张学良考量更多的是国家纲纪与统一。④ 

在奉命释放飞机和大员的同时，东北军将领在单独或与杨虎城联名的函电中都坚持要求释放张 

学良。1937年 1月5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早日返陕，“张副司令一日不 

来，即军民一 日不安”。⑥ 1月 8—11日，杨虎城又连续致电蒋介石恳求放回张学良，以缓解中央军 

西进引发的群情激愤。⑨ 而蒋介石深知张学良在东北军与三位一体中的地位，急欲乘机挟张以解决 

之。1月7日蒋介石在致电负责前方军事的刘峙、顾祝同时就谈到了利用传单劝说、分化张杨官兵， 

“可用张名义代制，劝导其部属服从中央，接受命令，乃为救国自救惟一之出路等意。用最合情理、最 

简单文字，使其官兵离心，失却战斗力”。⑩ 张学良在 1月7日致函蒋介石时关于自己的行止提出两 

种方案，意欲帮助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出整理。@但在经蒋介石修订后的方案中均未提及张学良的 

行止，仅在乙案提到“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 1月 10日，蒋介石又致函 

(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4页。 

② 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昊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36页。阎的消息来自宋美龄。 

③ 詹姆斯 ·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 贝特兰回忆录》，第 17页。 

④ 参见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58、144一l45页。刘海山为张学良的副官。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150页。顾祝同时任西安行营主任，负责对陕甘的军事善后，祝绍周时任巩洛警备 

司令 。 

⑥ -r,l、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t,l、铭九自述》，第140、142页。 

⑦ 参见《蒋介石 日记》(未刊本)，1936年 12月29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 

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 2014年版，第215页；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 日记》第 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62—870页。 

⑧ 《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返陕电》(1937年 1月5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3页。 

⑨ 《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撤退西进大军并释放张学良密函电》(1937年 1月8一l1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04页。 

⑩ 《蒋介石关于对陕策略及准备进攻西安 军事部署致刘峙顾祝同电》(1937年 1月7日)，《西安事变档案 史料选编》， 

第192页。 

⑧ 参见《张学良为解决陕甘I'*-1题致蒋介石函件》(1937年 1月7日)附：《张学良意见书》，《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96—-97页。 

⑩ 《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之方案》(1937年 1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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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假意安抚，“关于汉兄行止⋯⋯今几经曲折，办到特赦，而国府有管束之令，一涉法纪问题，即难 

以个人感情立时补救”。“稍假时El，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① 

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少壮派因循忠于张学良以及仇视元老派的思路，使东北军自缚手脚。 

这时张学良的指示在东北军两派中的反应完全不同。1月9 Et，从事斡旋的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 

监察委员吴瀚涛带来张学良的信，“着重说明要以抗Et救国为重，应当和平解决”。但应德田在接 

受这些指示时却仍执着于张学良个人：“他能回西安，自然就和平解决了，也就是以抗Et救国为重 

了。”( 元老派则多数主张和平 ，两派分歧难以调和。10 Et午前 ，王以哲拜访王化一，“力主和谈，切 

盼副司令归来”。晚间，孙铭九来访，“他说：东北军，尤其少壮军人，一致要求张副司令回陕，否则 

不惜一战，胜则实行原主张，败则加人红军”。③ 高崇民亦指出：少壮派“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与各 

带兵官相约署名签字，宣誓对南京方面顶着干，以争取张学良之释放。而东北军上层的文武官员和 

红军方面都认为打起仗来无异于送张学良的命，而且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 

相违。这样，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④ 

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内部纷争是颇为担忧的。1937年 1月初 ，国民政府拟派王树常往西安代替 

张学良管理东北军。张学良得知后立刻说 ：“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 

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 此时东北流亡势力上层主要担忧 

的也是少壮派。1月 12 Et午后，东北军代表米春霖到达南京，即同在南京的杜重远、王卓然、莫德 

惠、刘哲等交换意见，认为“东北军要避免分化，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同时“要注意少壮派可能冒 

险行动，破坏和谈”。⑥ 13 Et，张学良致函东北军将领表示 ：“委座之意，东北军彼始终受[爱]护，决 

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绝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 

京⋯⋯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⑦张的去函明显针对的是少壮派的偏执主张。 

这时东北军元老派在与国民政府方面谈判时仍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1月 14日，杨虎城致 

电蒋介石表示：“此间人士，均渴盼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钧座欲谋释群疑，脱责难，示宽大 

之怀，策西北之安 ，似应速令张副司令返陕”。⑧ 同日，蒋复函杨虎城强调：“此时如为国为友为公 

为私计 ，皆无回陕之理。”⑨1月 16 Et，东北军将领鲍文樾等又携带杨虎城私函前往南京，杨建议由 

张学良继续主持陕甘。⑩ 何应钦对此极为反感，他表示：“陕方意见如此 ，似已牵人容共及陕甘特 

殊化问题，中央势难予以采纳也。”⑧蒋介石亦强硬回绝西安方面的要求，“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 

① 《蒋介石关于张学良行止及派兵西进暨解决陕事条件等问题致杨虎城书》(1937年 1月10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 

编》，第 ll0页。 

(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149页。 

③ 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 

选辑》第 11I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1l2页。 

(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74页。 

⑤ 郭廷以、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年版，第104页。 

⑥ 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 自由》，《文史资料选辑》第 111辑，第113页。杜重远为东北名流。莫德惠与 

刘哲为奉系时期就任职于东北的元老。 

⑦ 《张学良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函》(1937年1月1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 

料选编》，第 117页。 

⑧ 《杨虎城关于解决西北四问题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 1月14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19页。 

⑨ 《蒋介石告诫杨虎城勿再提张学良回陕函(1937年 1月14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20页。 

⑩ 《杨虎城关于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致蒋介石函件》(1937年 1月 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8 9页。 

⑩ 《何应钦关于陕方代表提 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及红军分驻陕甘等条件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 1月18日)，《西安事变档 

案史料选编》，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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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要求”。① 蒋介石还指示顾祝同要在谈判中坚持这一原则，“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待西北 

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之”。② 但西安方面仍在坚持。1月 21日，杨虎城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 

人开会 ，决定再派李志刚前往南京 、奉化。23日，张学良对李志刚表示：“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 

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转告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 日，东北军还存在，可 

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③这时西安方面立场虽有 

松动，但仍在努力。当天，西安方面即致电张学 良：“副司令既暂难回陕，请给一名义，以维系东北 

军心。”(少蒋介石复电安慰称：“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 

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⑧ 至 1月26日，东北军的态度已有些低声下气。他们 

“要求先发表张之名义而后移动。此并非即欲张回去之意，实因部属朋友感情关系，不能不顾。如 

中央将此点办到，即照所定办理”。在被顾祝同拒绝后，何柱国又提出“撤兵至渭北后发表张学良 

名义”的折中建议，但顾祝同与蒋介石仍不退让。 

此时东北军内部混乱而复杂，“高级将领大体均可接受命令，但对下级不能不妥为运用”。“设 

计委员会方面，由吴家象去疏通，尚无结果，政训人员正在阻挠，军官中亦有态度甚恶者，均为下级 

居多”。cz)然而元老派在少壮派面前仍有些摆“老资格”，何柱国“和王以哲等几次和‘少壮派’军官 

们争论，企图说服他们，说服不成便加以斥责。结果他们不但不服，反而散布‘王以哲、何柱国投降 

中央，受贿若干千万元”’等不实之词。⑧ 高崇民亦对元老派主导的谈判颇有抱怨：何柱国“不知照 

顾少壮派的情绪，甚至连民主的形式都不采取”。“他和杨虎城对于设计委员会与参谋团两个组 

织，都置之不理。例如派米春霖去南京 ，又派徐良、谢珂等先后到潼关谈些什么，以及何柱国每天在 

电话上与顾商定些什么，都没有把问题提出，让大家知道或讨论过。大家都不清楚，这样自然招致 

少壮派们的疑惑”。⑨ 少壮派对元老派的努力则完全不买账，他们的情绪 日渐激烈。苗剑秋认为： 

“东北军高级长官都很不好——除了张司令，都是坏蛋。他们只想到自己的福利，只想怎样保持 自 

己的禄位。”他们对王以哲和何柱国的仇视亦达到极点。“他们是西北的叛徒 ，他们出卖了我们。 

孙铭九说非打死他们不可”。⑩ 

这时张学良也颇感焦躁，他连电西安方面进行劝说。⑨ 1月 29日，为统一东北军的意见，王以 

哲召集东北军军官在渭南举行会议。在会上，何柱国“先撤兵再谋救张”的主张遭到应德田的驳 

斥，应“为救张不惜一战”的主张极富鼓动性，最后全体参加者形成决议并签字。@ 但事实上大量军 

① 《蒋介石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函》(1937年 1月19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 

第 135页。 

② 《蒋介石关于杨虎城谈判六项意旨致顾祝同密电稿》(1937年 1月22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42页。 

③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46--348页。 

④ 《杨虎城于学忠等呈述执行甲案实际困难并提 出六项要求等文电》(1937年 1月2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37页。 

⑤ 《蒋介石告东北军将领在部队未移防完毕前万勿提张学良复权问题的密电》(1937年 1月27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 

编》，第15l页。 

⑥ 《何应钦关于顾祝 同继续与米春 霖等会谈情形 的电话报告》(1937年 1月 26 日)，《西安 事 变档案 史料选编》， 

第 148—15O页。 

⑦ 《何应钦关于顾祝同继续与米春霖等会谈情形的电话报告》(1937年 1月2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149页。 

⑧ 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年版，第171—172页。 

(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42页。 

⑩ 詹姆斯 ·贝特兰：《中国的新生》，第213、242—243页。 

⑥ 参见《张学良促前方各将领接受“移防命令并依限撤退电》(1937年 1月27日)、《张学良关于陕事请按蒋意 旨及前方商 

定办法实施致于学忠等函》(1937年 1月29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1、153页。 

⑩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17l一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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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是被应德田的意见所裹挟的。高崇民指出：“刘多荃虽出席会议，亦未发言，其他带兵官们也很 

少有发言的，会上简直没有讨论，更无人肯把前线实际情况加以说明。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 

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 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 

见。”①中共代表刘鼎证实：“会议开得很紧张，争吵很厉害，双方各持己见”。“争的结果是要打。 

会后各不服气，实际上是各行其是”。② 因此，很难说渭南会议能代表众意，而至多只能算作是少壮 

派官兵意见的集中表达。而这种意见自然需要东北军高层的权衡与确认，因为脱胎自奉军的决策 

传统始终是“将领主导”“下级服从上级”，而非这种“全体军官会议”的形式。应德田在回忆中指 

责道：“如果在这次会议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能光明磊落地把自己的想法认真谈出来，经过 

坦率交换意见、透辟的分析，是能够取得一个求大同存小异的一致决议的。”⑧但当时两派早已势如 

水火，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少壮派攻击元老派的主张“纯粹是梦话，也可以说是破坏抗日势力的 

鬼话”。“显明是汉奸卖国的行为，是消除异己的阴谋，还配谈到抗 日吗”?④ 彼时少壮派眼中只有 

张学良个人，根本没有国家大局。应德田在多年后仍认为：“双方都不是为了重开内战，就南京方 

面来说，是放张与否的问题；就西安方面来说，是如何争取张回来的问题。”⑤ 

渭南会议后，少壮派视会议决议为东北军全体的意见，元老派则试图以东北军上层乃至三位一 

体的决策否定少壮派的意见。经过劝说后，何柱国认为青年军官已接受撤兵等安排。“只待于孝 

侯由兰州来，再向他们说一次话即移撤”。⑥ 1月 31日，于学忠飞抵西安，他随即听到了来 自元老 

派和少壮派的意见。当晚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东北军参加者有于学忠、王以哲、 

何柱国以及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鉴于东北军内的不同意见，“会场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 

最后于学忠表示：“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 

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于学忠赞成元老派的意见 ，东北军以及三位一 

体也就主和达成了一致。⑦ 

渭南决议代表了很多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元老派仅以代理统帅于学忠的命令否定之，使少壮派 

感到难以接受。孙铭九表示：“原先希望于学忠会赞同先争取张学良回来的主张，而现在表示的却 

是相反意见。”⑧应德田亦回忆道：“我在旁听的时候，心中只是对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违背渭南决 

议、出卖张学良将军的行为感到无 比气愤，对张学良将军的部下采取这种手段感到莫大痛苦”。⑨ 

会后，元老派也未能认真安抚少壮派。何柱国写到：王以哲“那时病情很重，加以对‘少壮派’的估 

计不足，认为他们不过是闹闹而已，是不会动刀动枪的”。⑩然而于学忠向东北军干部传达三位一 

①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5l页。 

② 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 

办事处纪念馆 1979年编印，第308页。 

③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04页。 

④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解放社)：《告 东北军将士书》，西安《解放 日报》，1937年2月3日，第1版。应德 

田即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处长，此文告又极似应的论调，因而该文告可视为少壮派在二二事件前后对时局的宣 

言。而该文告较之应的回忆录显然更能反映彼时少壮派的思想动态。 

(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48页。 

⑥ 《何应钦转报顾祝同与何柱国谈判 东北军移撤及陕甘主席人选等问题的电话记录》(1937年 1月30日)，《西安事变档案 

史料选编》，第154页。于学忠，字孝侯。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于学忠即返回兰州坐镇。 

⑦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83—185页。王以哲，字鼎芳。 

⑧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 177页。 

⑨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11页。 

⑩ 何柱国口述：《何柱国将军生平》，第 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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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决定时，少壮派群情激奋。① 

2月2日，少壮派在悲愤情绪下枪杀了王以哲等人，意图坚持不撤兵，营救张学良。二二事件 

引发了东北军的内讧，元老派刘多荃等回师报仇，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被迫逃走，其 

他军官多被惩处或打压。其后，东北军听命东调，日渐式微。 

五、结语 

东北军少壮派从形成伊始到西安事变前后都对元老派抱有偏见，时过境迁后他们依然在其回 

忆录中重复着过往的逻辑与仇恨。他们在历史情境中的偏见又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被充分发挥， 

这样的历史本身就充满着构建痕迹和主观色彩。少壮派同元老派的矛盾源于他们的“整军抗 日” 

主张以及部分元老派军官的落后。但事实上元老派王以哲等人亦是张学良“联共抗日”与西安事 

变的参与者，两派并无本质区别。高崇民就指出：“有政治野心，无政治方向，被反动派挑拨操纵的 

少壮派，除根本就是反动分子混入我们队伍的而外，其初多半是出于热心爱国，但逐渐变成个人英 

雄主义者，甚至有变成个人利害的盲动者，因而一再犯严重错误，遂至身败名裂”。② 少壮派虽有所 

谓革命热情，但在政治上却不免失之幼稚，他们对外反蒋，对内则反对元老派。然而蒋介石与东北 

军元老派却是张学良和中共倚重或统战的对象，因此少壮派实际上对国内政局和东北军内部都缺 

乏清晰的认识。毛泽东曾细致剖析了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左倾幼稚病人士”：“他们爱国出于热忱 ， 

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 

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 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 

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份[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 

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③ 

历史的发展是多条线索并进的，西安事变也是各方矛盾与冲突集中爆发的结果。九一八事变 

后，东北军经历了热河、长城抗战，鄂豫皖、西北“剿匪”等阶段，流亡军队的处境使该部逐渐萌生 

“联共抗 Et”的思想，东北军内不同阶层对前途亦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东北军少壮派从改造东北军 

起家，逐渐发展到与元老派争权 ，事变前两派已经势如水火，事变后斗争更加白热化。西安事变与 

两派的纷争是紧密缠绕的，两派的支持促成了事变的爆发，两派的矛盾也导致了东北军的瓦解。东 

北军少壮派的兴衰大体与张学良的“联共抗 日”理念的发展相始终，他们较好地扮演了推手和践行 

者的角色。因而他们也是全民族抗战的推动者之一。但他们仅接触到“联共抗日”的皮毛，而并未 

超脱旧军阀派系的封建思想，因而始终无法摆脱派系之争，也难以对时局做出合理反应 ，最终因手 

段过于激烈而不容于东北军与国民政府。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少壮派，作为东北军内的“左 

派”力量，他们要为东北军的瓦解负责，但彼时张学良尚且应对乏术，遑论更加缺少历练的少壮 

派了 

[作者王春林，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参见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 军卫队营长孙铭九 自述》，第 184页；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第 188页。 

②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64页。 

(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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